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双重效应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的功劳最大。地方政

府以发展地方经济为首要目标的区域间竞争，是解释“中国奇迹”的主要因素。这与

我们的经验观察和认识基本相符。通过兴办地方工业、招商引资、推动城市化，地方

政府在 GDP 和财政收入增长方面展开的“发展竞赛”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虽然在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已经解体，政府不是通过制定发展计划，而是通过税收、

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来影响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政府的影响力丝

毫没有减弱。任何地方企业、地方团体如果搞僵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其发展前景一

定甚为堪忧。 

地方政府之所以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竞赛，与财政分权体制和人事考核体制的变化

有关。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体制，超收多留；另一方面，人事体

制中的考核也侧重经济增长的指标，GDP 的增长速度与地方官员的晋升发生了更为直

接的关联。这都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改革 30 年间，地方政府就像一些巨

大的地区总公司，尽管公司的领导不断升职和更换，但是 “公司”的业绩——地方

GDP 和财政收入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中国奇迹”正是由这些持续不衰的众

多发动机推动的结果。 

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不仅表现在其具有像“公司”一样明确的目标，而且还

表现在具有像“公司”一样的运作效率。只要领导作出了决策，地方政府动员、指挥、

落实和执行的能力比一般的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政府不但可以运用财政手

段来实施激励和奖惩，还可以运用行政甚至是“政治”动员来调动其辖区内的所有资

源为其决策服务。在“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服务”的目标之下，市场是“失灵”的；

而在“政治任务”的名义之下，即使是市场和非政府力量也要为其让路，并为其服务。

将经济增长“政治化”正是地方政府提高运作效率的不二法门。比如，东北某县政府

为了推动奶牛养殖的发展，提出了养奶牛是“最大的政绩、最大的政治”的口号。在

层层发动之下，县对各乡镇长的考核、各乡镇对村支书、村长的考核都以“推动农民

养牛数”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以养牛数量搞比赛、排名次，甚至将其提升到“一票否

决”的高度。财政部门为农民买牛进行补贴，税收部门为引进的牛奶公司进行税收奖

励，国土部门为牛奶公司征地、宣传部门动员报纸、电视、广播宣传奶牛养殖如何赚

钱，农业部门组织各村庄去外地买牛、大搞奶牛养殖技术培训，总之，一切为奶牛服

务、一切为奶牛让路。结果，短短两年内，此县就变成了几乎农民家家养牛的奶牛养

殖大县。 

这种情形在当代地方政治中屡见不鲜，回顾历史也是似曾相识：这与改革前“运

动式”的动员模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唯一的差别就是当代“运动式”动员的目标大

多是经济发展。在一些非经济目标的动员中，如扫黄打黑、举办盛会等，我们可以更

加清楚地看到“运动式”动员的影子。一般而言，这种模式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以层层加码、不计成本的目标为主要导向。在一般的公司中，公司目标的

实现要以成本核算为基本前提，“赔本的买卖”公司是从来不做的。但是地方政府几

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一个目标一旦被“政治化”，就意味着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也

要全力以赴去完成。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叫做“算政治账”。“政治账”的逻辑与经

济账全然不同。一算政治账，通常意味着在经济上就是“赔本的买卖”。在政治的层

级体系中，一个目标一旦被“政治化”，就会被下级政府层层加码。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 



其次，以全体动员、全民动员为基本的执行方式。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比较典

型的科层制结构，各个部门分工明确，易于问责。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与此类似。但

是，在政治化了的目标面前，科层制运作的一些基本原则统统被打破。政府会围绕此

目标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由一把手或者二把手亲自挂帅，其成员来自各个相关

职能部门的领导。这种领导小组一旦展开工作，政府所能够掌控的各种资源都会被调

动起来，各部门的日常工作程序都要为此让路，这就是“全体动员”的方式。如果有

必要，动员的方式会向下延及基层民众，变成“全民动员”为实现此目标而奋斗。 

再次，以检查评比、奖励惩罚为主要的激励手段。奖励先进、惩罚后进是所有组

织结构中重要的激励手段，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对绩效和努力程度的评估效率是公

司运作效率关键的保证。在地方政府实现政治化目标的过程中，这种手段常常被运用

到极端的地步。如果部下不能全力以赴地完成目标，除了会承受经济上的处罚之外，

其晋升之路也就是“政治生命”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中盛行的“目标

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就是这种手段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将激励手段极端化，

一方面当然会造就上下同心的团结局面和令人惊讶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制造出

大量的浮夸风和隐瞒风。 

明白了上述的运作逻辑，我们就能看到地方政府实际上比一般的公司更加“公司

化”：它一旦确立了明确的行动目标，就能够在短时期内发挥出极高的运作效率，体

现出极高的实现目标的能力。改革前后，政府的行动目标发生了由政治目标向“政绩”

目标的转变。改革前，地方政府的运作目标在于响应中央发出的一次次的“政治运

动”，而改革后，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在于出“政绩”，其中心内容就是保持地方的

社会稳定、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实现目标的基本运作模式并没有发

生实质性的变化。所谓分权，只是将政绩目标层层向下承包而已。为了实现目标，地

方政府虽然各显其能，但是无论大江南北还是沿海内陆，地方政府的运作逻辑却表现

出惊人的一致性。 

当然，从政治运动目标向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也带来了一些政府行为方式的新

变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财政规模的日益扩大，地方政府掌控、动员资源的能力

也在不断增强，这大大强化了政府实现目标的能力、提高了政府内部的运作效率。我

们看到，为了实现 GDP 的高增长率，有些地方政府可以一掷千金地发动大规模基本建

设投资；为了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有些地方政府的“维稳基金”规模甚至超过了社

会保障基金。政府体系内部的检查评比、参观考察都与经济利益挂钩，或以奖金的形

式、或以项目的形式，对下级进行激励。“跑部钱进”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

工作目标之一，大规模的专项和项目资金自上而下地体现着上级政府的意志，成为其

实现目标的经济激励手段。概括而言之，迅速增加的政府财力使得地方政府在实现政

绩目标、提高运作效率方面如虎添翼。这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持久不衰的中国奇迹，

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能够与市场经济同步增长。 

从一方面看来，地方政府这种极高的动员能力、运作能力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当然

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泱泱大国是由一个组织涣散、效率低下的政府来

进行治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的高能力和高效率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产品。如

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经济运作中的“政治账”在市场经济下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全体

动员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可能破坏政府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建设；浮夸风和隐瞒风在政

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交互作用下可能难以遏制，在特殊情况下还会愈演愈烈。 

因此，这种建立在不计成本、全体动员和检查评比方式之上的运作能力实际上是

地方政府手中的“魔戒”：它会发挥令人惊叹的神奇功能，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甚至危及其主人自身。改革至今，国力渐至强盛，社会矛盾也已日渐尖锐，政府行为

的转变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政府与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司的目标简单明确而且

易于测量，就是盈利最大化。但是政府的目标却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地方政府不但

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应该关注“增长

是谁的增长”，谁会在增长中受益，谁会在增长中受损。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

地区内的上访人次和群体性事件，更加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状况。地

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些公共收入如何被

用于公共目的，如何公平地覆盖了地区内的大部分民众。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修了

多少路、盖了多少学校、医院，更加应该关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教育和医疗服

务的公平性。政府面对的挑战在于，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测量、

难以检查评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

恰恰是难以当作“政绩”、难以作为政府的短期目标的事情。当前政治改革的一个目

标是如何科学地量化“政绩”，如何使得政绩考核中包含更多的民生内容。但是悖论

在于，那些能够被“量化”的政绩往往难以包含最重要的民生内容。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效率并不一定是衡量好政府坏政府的首要标准。政府应

该有效率，但有效率的政府不一定是个好政府。政府应该首先追求决策的正确性和科

学性，而高效率对此并无多大的帮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地方政府的主要精

力是“抓落实”，决策之正确好像是想当然的事情。科学的决策，依赖于政府内部的

反复研究和辩驳，依赖于政府外部的建议、讨论和监督，而不是单单依赖于决策者的

聪明才智、情势需要甚或是揣摩上意。两相比较，科学的决策可能恰恰是看起来低效

率的产物。社会发展到今天，“拍脑瓜”的决策是越来越少了，经过“专家”进行了

政策研究的决策越来越多，但是“专家”的名声却日渐糟糕，政策研究逐渐也沦为追

求效率的牺牲品。 

第三，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只是由上级政府来做。检查评比、

奖励惩罚由上级部门来实行，只能培养出“唯上是从”的地方政府。即使考核标准制

定得极尽科学，检查人员极尽廉洁公正，也不能遏制浮夸、造假、隐瞒的歪风。而检

查越严、惩罚越重，恰恰助长了隐瞒造假之风。古人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政刑严酷，则民免而无耻。这是指检查者和被检查者极易陷入猫和老鼠的博弈游戏之

中。要对政府的行为作出真正有益的评价，舆论和民意的参与必不可少，这才是根治

歪风邪气的唯一药方。 

从根本上看，地方政治的改良，不能依赖于在当前治理路径下的制度建设，而应

该首先改变我们对政府职能、政府运作方面的固有观念。不改变当前的“政绩观”、

“效率观”，而一味强调政绩考核的科学化、运作效率的制度化建设，不仅仅于地方

政治无所裨益，恐怕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抛弃掉地方政府的“魔戒”，虽然会

在一段时期内损害政府运作的效率，但最终有利于澄清吏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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